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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支持对员工创新的影响
———工作投入的中介和生涯规划清晰的调节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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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基于工作家庭边界理论与自我调节理论，构建家庭支持、工作投入、生涯规划清晰与员工创新的中介调节假设
模型。通过系统抽样，对 9 家企业 388 名员工进行问卷调查，使用分层线性回归、依次检验和 bootstrap 方法检验假
设模型。结果表明:①家庭支持对工作投入与员工创新均有正向作用;②生涯规划清晰能强化家庭支持对工作投入
与员工创新的正向影响;③工作投入部分中介家庭支持对员工创新的促进作用，并且中介生涯规划清晰对家庭支持
和员工创新关系的调节作用。因此提出争取家庭支持，重视员工职业生涯工作有助于激发员工创新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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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mpact of Family Support on Employee Innovation

——— The Moderating Ｒole of Career Planning Clarity and Mediating Ｒole
of Work Eng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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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work-family interface theory and self-regulation theory，this paper conducts a questionnaire survey a-

mong 388 employees in 9 enterprises by systematic sampling to investig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amily support ( FS) ，
work engagement ( WE) ，career planning clarity and employee creativity ( EC) ． Hierarchical regression and bootstrap is
used to test the model． Ｒesults show that: FS has positive effects on WE and EC; career planning clarity can moderate the re-
lationships between FS，WE and EC． It partially mediates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FS and EC，and also mediates the ca-
reer planning clarity’s moderation between FS and EC．
Key words: family support; employee creativity; career; mediated moderate

引言

企业是创新落地最重要的创新主体，员工创新是

促进企业创新的主要影响因素，员工创新会受到情景

因素的影响［1］。理论上，影响员工创新的情景因素被
讨论较多的有不同领导风格、同事间知识共享、组织学
习氛围以及不同组织文化等工作中的情景因素，而作

为工作情景之外的家庭则被讨论得很少［2］，即使有所

涉及，也多是基于工作家庭冲突角度，认为个体资源有

限，两方面的资源需求在本质上是争夺关系而非互利

关系。理论上的缺失导致在实践中，企业认识不到家
庭支持可能对员工创新的积极作用，常通过加班与家

庭争夺资源，引发巨大社会负面效应，破坏企业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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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一方面根据工作家庭边界理论，工作和家庭之间

虽有边界，但双方的资源无需抢夺也可以跨边界流

动［3］，这使家庭支持通过提供资源促进员工创新存在

逻辑基础和理论探讨的可能; 另一方面，家庭伴随个体

一生，是对个体创新行为产生重大影响的情景变量［1］，

缺乏家庭情景的员工创新情景研究在理论上是不完整

的; 此外，相比西方，中国传统文化更加重视家庭，对家

族知识与社会关系的延续与运用更为看重，家庭对个

体的影响更为深远。友善合作的环境有利于员工创
新，工作家庭冲突则会导致情绪耗竭［4］，鉴于家庭环境

对个体创新行为独立且显著的作用［5］，组织提供有利

于员工家庭的政策开始被认为是对员工和组织创造力

都有好处的低成本策略［2，5］，注重员工工作和家庭和

谐共进的家庭支持型领导也在提出多年后开始被学界

关注［6］。因此，以中国员工为研究对象，研究家庭支持
与员工创新的关系不仅能拓展员工创新的理论范围，

也能扩大相关理论的情景适用性，还有助于丰富企业

家庭支持政策实践的理论基础。
在家庭与员工创新的关系上，现有学者主要从感

知角度，如幸福感、压力感、满意度［7］等进行分析; 或者
通过家庭支持型领导［6］、家庭亲善政策间接研究。然
而，已有研究认为家庭支持能促进员工创新［5］，家庭支

持也能和个体自我意识产生互动，自我调节理论认为

清晰的职业生涯规划能拓宽个体对未来的创造性思

维［8］。基于此，本文尝试构建一个以家庭支持为解释
变量、职业生涯规划清晰度为调节变量，工作投入为中
介变量、员工创新为被解释变量的模型并对其进行验
证。研究结果在理论上有助于厘清家庭支持对员工创
新的作用、机制与边界条件，在实践上为促进员工创新
提供对策。
1 理论基础与假设
1. 1 工作边界理论、家庭支持与员工创新
工作家庭边界理论认为，家庭与工作是两个独立

存在且具有边界的领域，各有其资源需求与资源供给，

家庭供给资源包括情感与爱、尊重等心理资源，工具性
资源以及建议与评价等反馈性资源［9］。资源本身也可
以产生新的资源，例如，配偶的情感支持( 家庭资源)

会带来积极的情绪和提高自尊( 个人资源) ，由于边界

具有渗透性和灵活性两种特征，从一个领域获得的资

源可以促进另一个领域的表现，个人资源如身体能力、
心理能力、情绪能力、认知能力是家庭与工作边界的连
接体［10］，因此，上述状态可以带入工作从而激发活力

和弹性，满足工作领域的资源需求［9］。
家庭支持( FS) 是指一线员工从配偶、父母或同

胞处获得的关怀和帮助，是家庭对个体提供资源的

一种表现。有实证研究表明: 家庭虽独立于工作场
所，但 FS可以对个体创造力产生作用［5，11］。作用机
制包括三个方面: 一是基于工作边界理论的心理资

源溢出: FS能够减少员工的压力，使员工精神愉悦，
建设性情绪能够拓展人们的临时思维，拥有更多风

险缓冲的余地，勇于承担创新中的风险，这些积极的

心理资源不断聚集，从家庭流向工作，从而带来工作

场所的创新行为［10］，反之，家庭排斥导致家庭工作冲

突，加剧个体资源消耗而对员工创新行为造成伤害。
二是基于认知角度的多样性，FS 一方面能影响员工
的内心世界特征和改变他们的社会态度，使他们的

心态更加包容和易于发现工作与生活相辅相成的方

面，另一方面，家庭成员专业与职业的异质性有助于

开拓思维和产生新观点。三是健康视角，一些家庭
还能分担员工的家务劳动，给予生活上的便利和照

顾，维持员工的身体健康，为其创新提供必要的时间

与精力。因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设:
H1: 家庭支持对员工创新有正向影响。

1. 2 自我调节理论与生涯规划清晰的直接调节作用
自我调节理论由班杜拉提出，认为人的行为并非

仅受外界奖惩的影响，个体可以对自己的行为进行调

节，自我调节包括自我观察、自我判断和自我反应 3 个
过程。Strauss在自我调节理论基础上提出未来工作自
我的概念用以反映个体对未来职业生涯的想象图景，

人们以该图景作为规划目标与当前自我进行比较，完

成自我调节的 3 个过程，即将当前自我( 自我观察的结
果) 与这个图像进行比较( 自我判断的过程) ，由此发

现差异、寻找机遇并通过计划行为弥补差异最终达成
一致( 自我反应) ［8］，因此职业生涯规划能为主动职业

行为提供动机来源。未来工作自我有清晰度与详细度
两个关键属性，清晰度在预测主动职业行为时又更为

关键，是详细度产生作用的前提条件［8］。生涯规划清
晰度越高，越能找出与目标间的差异，改变行为弥补差

距的动力就越强大，因此，生涯规划的清晰度具有较强

的行为调节作用［8］。此外，家庭溢出的资源如知识、社
会关系等是待发现和待触发的，触发这些资源则需要

个体付出时间精力的代价，因此，员工能否辨认和触发

有用的家庭资源会影响家庭支持对员工创新行为影响

力的大小。生涯规划清晰的员工主动性更强，更能主
动从家庭支持中寻找和挖掘创新所需知识、链接必要
的社会关系［12］并提高自己创新的能力与质量。综上
所述，生涯规划越清晰，内在动力就越大，员工越能将

家庭支持对创新的正向作用发挥出来。因此，本文提
出以下研究假设:

H2: 生涯规划清晰在家庭支持与员工创新行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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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起调节作用，生涯规划越清晰，家庭支持对员工创新

的促进作用越强; 反之，亦然。
1. 3 活力与奉献的中介作用
活力是 Schaufeli工作投入概念中的一个子维度，

具体来说，活力是指个体具有充沛的精力和良好的心

理韧性，自愿为自己的工作付出努力而不易疲倦，并且

在困难面前能够坚持不懈［13］。可见，活力不等同于身
体健康，而是一种积极的工作情绪状态。但让员工处
于并能长期维持高水平活力状态应具备两方面条件:

一是身体状况足够好，才能使充沛的精力具有持续性;

二是抗压能力足够强，才能战胜工作中的困难。家人
在员工某段特别繁忙的时间或是劳累时减少他们的家

务义务，显然有助于员工精力的恢复; 而员工表达出工

作上出现困难或烦恼时，家人的鼓励和理解又有助于

排解员工的精神压力，积极应对困难，所以，家庭支持

对身体健康和抗压力都有正向作用，能起到激发活力

的作用。
Schaufeli将活力定义为一种与工作相关的积极情

绪，当人们体验到积极情绪时，他们的智力资源与心理

资源得以扩展，从而促进人们探索发现和产生原创性

想法。相对压抑的情绪，处于活跃、积极情绪状态的员
工认知的灵活性会增加，从而产生更大的创作流畅

性［13］; 在快乐幸福的情绪里，人们的发散思维水平更

高，因此，能产生更大的动机和更高的创造力。实证研
究发现，活力的确能正向作用于创造力［14］。
总之，因为家庭支持能为员工提供情感依靠与放

松体验，所以能够帮助员工抵抗压力，维持身心健康，

提高员工幸福感和产生积极的情绪。因家庭支持产生
的积极情绪具有持久性和弥散性特点，其良性作用不

局限在家庭内部，亦可外溢至工作情景，促进员工思维

的发散性与灵活性，最终提高员工创新水平。因此，本
文提出研究假设:

H3: 活力中介家庭支持对员工创新行为的影响。
研究表明，工作投入能中介家庭支持等社会支持

与员工创新的关系，但是很少区分活力与奉献各自的

作用。奉献是工作投入的另一个子维度，与活力维度
侧重生理所带来的兴奋情绪不同，奉献是指个体对工

作具有强烈的意义感、自豪感并勇于接受工作中的挑
战［15］，因此，奉献维度的工作投入是基于对工作认同

所产生的。可见，奉献与活力虽同属工作投入，但其内
涵与作用机制是完全不同的，有分别分析的必要。奉
献起因于对工作的认同，家庭支持水平高，个人在工作

选择时就能更多考虑自身的爱好与价值而较少受到物

质的限制，因此所从事的工作往往就是自己高度认同

的工作。此外，家庭支持良好的员工，心境更加平和，

视角更为积极，即使对所从事工作认同度低，也更可能

随着对工作了解的加深而提高对工作的认同。奉献反
映的是员工对工作的态度，员工对工作赋予越多意义，

就越投入，创造力就越高，在工作中的原创性就越明

显［16］。因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设:
H4: 奉献中介家庭支持对员工创新行为的影响。

1. 4 生涯规划清晰的有中介的调节作用
工作边界理论认为，个体条件是影响资源在边界

间流动的关键条件，个体条件优越的人能更好地应对

压力，获取和利用情景资源［10］，清晰的生涯规划体现

个体的自律、主动和聚焦［8］，是正向的个体条件。活力
水平高的个体不知疲倦，面对困难不屈不挠，因此有更

多精力按照生涯规划进行自我调节，面对创新中的困

难也有更多的体力与精神力量想办法加以克服，可知

自我调节的轻重缓急是经由个人的精神与认知状态，

即活力来中介的。而生涯规划清晰的调节作用正是通
过自我调节机制来实现的，由此推论生涯规划的调节

作用受到活力变量的中介。又因为，如果员工有清晰
的生涯规划，他可以将因家庭支持而得到的空闲时间、
实体资源和愉悦的情感有计划地外溢到工作中去，因

为活力溢出专门指向工作，所以活力在工作中的提升

更集中。也就是说生涯规划越清晰，家庭支持对活力
维度的正向作用越明显，对于活力而言，生涯规划清晰

的有中介的调节作用发生在“家庭支持—活力—创
新”的第一阶段。
生涯规划在本质上是个人对成长所做计划，计划

制定是否清楚细致与对所计划事件的认知程度有很大

关系。同理，生涯规划是否清晰也与个人对工作的认
知程度、是否擅长有很大关系［8］。奉献水平高意味着
员工对工作价值的认同水平高，但是员工对工作的认

同只能保证员工有意愿和有热情去从事这项工作，不

能保证员工创造性地工作，只有对工作既认同又非常

擅长的员工才具备创新的基本条件。因此，生涯规划
清晰因其所意蕴的专业水平与奉献所意蕴的价值认同

发生交互，对员工创新产生影响。生涯规划越清晰，说
明员工对专业的了解越深刻，更能将奉献对创新的正

向作用放大。可见，生涯规划清晰并不涉及改变家庭
支持与奉献的关系，它只是与奉献产生交互从而对创

新产生调节。因此，生涯规划清晰的有中介的调节作
用发生在“家庭支持—奉献—创新”第二阶段。因此，
本文提出研究假设:

H5: 生涯规划清晰对家庭支持与员工创新行为的
调节效应通过活力的中介发挥作用。

H6: 生涯规划清晰通过调节奉献对员工创新行为
的作用，从而间接地调节家庭支持对员工创新行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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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
因此，家庭支持对员工创新有中介的调节模型设

计如图 1。

图 1 家庭支持对员工创新有中介的调节模型

2 研究方法
2. 1 样本与数据收集
本文对广东、广西、云南、贵州、海南5个省份9家企

业的 388名员工进行了系统抽样和网上问卷调查。共
发放 400个随机用户名与密码，回收有效问卷 388份，有
效问卷回收率 97%。研究对象中，男性占 60. 8%，女性
占 39. 2% ; 未婚占 51. 8%，已婚占 48. 2% ; 硕士及以上学
历占15. 7%，本科占62. 9%，大专占21. 4% ; 工龄以1 ～3

年、4 ～ 6 年和 7 ～ 9 年居多，分别占 32. 7%、28. 6%和
23. 7%，其他工龄档均不足 10% ; 平均年龄 28 岁。样本
所在企业与行业分析情况为: 300 人以上企业占
44. 17%，100 ～299 人企业占 44. 57%，99 人以下企业占

11. 26% ; 金融业占 57. 91%，传媒业占 10. 04%，科技制
造业占 10. 04%，贸易业占 22%。
2. 2 变量测量

家庭支持采用卡普兰社会支持量表的家庭支持子

量表［17］，信度为 0. 817; 活力与奉献采用 UWES的活力
与奉献子量表［13］，因与劳动保护存在潜在冲突，删除

“我能持续工作很长时间，中间不需要假期休息”题
项，活力量表信度为 0. 904，奉献量表信度为 0. 929; 生
涯规划清晰采用李克特 5 级量表单一题项，5 表示非
常清晰; 雇员创新行为由 Scott和 Bruce量表［18］修改而
成，信度为 0. 81。
3 数据分析与结果
3. 1 区分效度检验
使用 Mplus7. 4 统计分析软件通过验证性因子和

竞争模型比较分析对家庭支持、活力、奉献、员工创新
4 个量表进行区分效度检验，因子模型存在多种组合，
仅将同一类型因子模型中最佳指标列示在表 1 中。其
中，基准模型( 四因子) 的  2 /df 为 2. 530 小于 3，且比
各竞争模型均有大幅下降; TLI 值为 0. 954，CFI 值为
0. 962，均比竞争模型高，且大于 0. 9; SＲMＲ 值为
0. 037，ＲMSEA 值为 0. 063，均比竞争模型低，且小于
0. 08。可见，与竞争模型相比，4 因子模型拟合优度情
况最佳，4 个变量区分度良好。

表 1 区分效度竞争模型验证性因子分析与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模型  2 df  2 /df TLI CFI SＲMＲ ＲMSEA

单因子 952. 664 119 8. 006 0. 790 0. 817 0. 081 0. 134

双因子 690. 618 118 5. 853 0. 855 0. 874 0. 064 0. 112

三因子 391. 439 116 3. 374 0. 929 0. 939 0. 042 0. 078

四因子 285. 891 113 2. 530 0. 954 0. 962 0. 037 0. 063

四因子 + CMV 317. 488 129 2. 46 0. 952 0. 959 0. 053 0. 061

注: 单因子模型由家庭支持 +活力 +奉献 +雇员创新构成; 双因子由雇员创新、活力 +奉献 +家庭支持构成; 三因子由雇员创新、奉献 +活
力、家庭支持构成; 四因子由雇员创新、活力、奉献、家庭支持构成

3. 2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使用“无可测方法的方法因素效应的控制”( CMV

法) 检验同源方差，结果见表 1。不含 CMV 的四因子

模型( 四因子) 在 TLI、CFI和 SＲMＲ等关键指标上的表

现上都优于包含 CMV 的模型( 四因子 + CMV) 。总体

来看，包含 CMV的模型并没有明显优化，因此，本文的

数据并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
3. 3 变量间描述性统计分析
员工创新、生涯规划清晰、活力、奉献以及家庭支持

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其中，家庭支持与员工创新

存在显著的正相关( r = 0. 401，p ＜ 0. 01) ，说明家庭支持

程度越高，伴随更高水平的员工创新，H1 得到初步验

证。家庭支持与活力存在显著的正相关( r = 0. 584，p ＜

0. 01) ，说明家庭支持程度越高，员工身心状态越好，越

有活力; 活力与员工创新显著正相关( r = 0. 474，p ＜

0. 01) ，说明员工工作越有活力，则伴随更多创新行为，
H3得到初步验证。家庭支持与奉献存在显著的正相关
( r =0. 577，p ＜0. 01) ，说明家庭支持程度越高，员工对工

作的意义更加认同; 奉献与员工创新显著正相关( r =

0. 470，p ＜0. 01) ，说明员工对工作的意义越认同，也会伴
随更多创新性行为，H4 得到初步验证。生涯规划清晰

与活力和奉献都存在显著的正相关( r活 = 0. 374，r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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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393，p ＜0. 01) ，说明员工生涯规划越清晰，工作投入的
活力和奉献程度也越高;生涯规划清晰与员工创新也存

在显著的正相关( r = 0. 288，p ＜ 0. 01) ，说明员工生涯规
划越清晰，员工创新水平越高。
3. 4 简单中介效应检验
研究使用 spss21. 0 进行分层线性回归以检验

活力与奉献对家庭支持与员工创新关系的中介作

用，结果见表 2。由模型 4 可知，家庭支持对员工创

新有显著的正向作用( β 1 = 0. 401，p ＜ 0. 01 ) ，H1
得到验证。由模型 1，家庭支持对活力有显著的正

向影响( β = 0. 590，p ＜ 0. 01 ) ; 再由模型 5，当活力
和家庭支持同时对员工创新进行回归时，活力对员

工创新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β = 0. 343，p ＜ 0. 01 ) ，

且家庭支持对活力的影响依然显著( β 2 = 0. 198，

p ＜ 0. 01 ) ，但 β 2 ＜ β 1，说明活力在家庭支持和雇员

创新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H3 得到部分验证。由
模型 2 可知，家庭支持对奉献有显著的正向作用
( β = 0. 615，p ＜ 0. 001 ) ，再由模型 6，奉献对员工创

新有显著的正向作用( β = 0. 315，p ＜ 0. 01 ) 且家庭

支持对员工创新仍有显著的正向作用( β 3 = 0. 207，

p ＜ 0. 01 ) ，但 β 3 ＜ β 1，这说明奉献在家庭支持和雇

员创新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H4 得到部分验证。
综合模型 1、模型 2、模型 4 和模型 7 可知，活力的简
单中介效应值为 0. 122，占总效应的 30. 5%，奉献
的简单中介效应值为 0. 106，占总效应的 26. 5%，
直接效应值为 0. 173，占总效应的 43%。

表 2 活力及奉献对家庭支持与员工创新的简单中介效应检验

变量 活力 奉献 员工创新

模型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模型 6 模型 7

常数项 1. 244 ＊＊ 0. 776 * 2. 624 ＊＊ 1. 454 ＊＊ 1. 027 ＊＊ 1. 209 ＊＊ 1. 062 ＊＊

家庭支持 0. 590 ＊＊ 0. 615 ＊＊ 0. 401 ＊＊ 0. 198 ＊＊ 0. 207 ＊＊ 0. 173 ＊＊

活力 0. 343 ＊＊ 0. 207 *

奉献 0. 315 ＊＊ 0. 172 *

Ｒ 2 0. 353 0. 351 0. 059 0. 203 0. 276 0. 274 0. 286

F 41. 632 ＊＊ 41. 384 ＊＊ 5. 979 ＊＊ 19. 440 ＊＊ 24. 216 ＊＊ 23. 912 ＊＊ 21. 719 ＊＊

注: N =388，数据为非标准化系数，各变量未标准化; 模型均包含性别、年龄、婚姻与学历，但相应回归系数未列出; * 表示在 0. 05 水平上双
侧显著，＊＊表示在 0. 01 水平上双侧显著

3. 5 调节效应检验
对所有变量进行标准化处理，然后用混合模型的

依次检验和 Bootstrap法进行检验。按照混合模型的依
次检验法，首先检验系数 c3，然后检验系数 a3 和 b1，
或者 a1 和 b2，或者 a3 和 b2 至少一组显著即可［19］。
首先使用混合模型做依次检验，结果如表 3，根据模型
9，家庭支持与生涯规划的交互项对员工创新有显著影
响( β = 0. 152，p ＜ 0. 01) ，因此 H2 成立，c3≠0，可以进
行有中介调节的检验［19］。
对于活力，根据模型 11，家庭支持与生涯规划的

交互项对活力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a 3 = β = 0. 073，p ＜
0. 05) ，根据模型 10，活力对员工创新有显著的正向影
响( b1 = β = 0. 203，p ＜ 0. 01 ) ，即 a3≠0 且 b1≠0，因
此，对于家庭支持—活力—员工创新这一中介链，调节
发生在第一阶段，H5 得到验证。对于奉献，根据模型
10，奉献与生涯规划的交互项对员工创新有显著影响
( b2 = β = 0. 155，p ＜ 0. 05 ) ，根据模型 12，家庭支持对
奉献有显著影响( a1 = β = 0. 491，p ＜ 0. 01 ) ，即 b2≠0
且 a1≠0，因此，对于家庭支持—奉献—员工创新这一

中介链，调节发生在第二阶段，H6 得到验证。此外，由
于在引入活力与奉献两个中介变量后，家庭支持与生

涯规划的交互项对员工创新的作用不再显著( β =

0. 05，p ＞ 0. 05 ) ，因此，生涯规划的调节作用被完全
中介。
使用 Bootstrap法对被中介的调节作用做进一步验

证。因为 a3 和 b2 都等于 0，不存在调节变量的二阶
项，所以可以使用调节变量的最大值和最小值来检验

中介效应的差异［20］。运用 MPLUS7. 4 进行分析，结果
见表 4。当生涯规划清晰取最大值时，活力变量中介
效应 95%的置信区间为［0. 037，0. 258］，奉献变量中
介效应 95%的置信区间为［0. 099，0. 316］，两个区间
均不包括 0，因此两者的中介效应都是显著的。当生
涯规划清晰取最小值时，活力和奉献变量中介效应的

95%置信区间分别为［－ 0. 013，0. 190］和［－ 0. 364，
0. 003］，均包含 0，因此不再显著。可见，不同生涯规
划清晰取值下，活力与奉献的中介效应差异明显，这进

一步证明了生涯规划清晰对于家庭支持和员工创新有

中介的调节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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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家庭支持与员工创新有中介的调节依次检验

变量 员工创新 活力 奉献

模型 模型 8 模型 9 模型 10 模型 11 模型 12

常数项 － 1. 287 － 0. 829 * － 0. 805 * － 0. 180 － 0. 605
家庭支持 0. 339 ＊＊ 0. 143 * 0. 510 ＊＊ 0. 491 ＊＊

规划 0. 153 ＊＊ 0. 083 0. 235 ＊＊ 0. 252 ＊＊

家庭支持 ×规划 0. 152 ＊＊ 0. 050 0. 073 * 0. 061

活力 0. 203 ＊＊

活力 ×规划 － 0. 017
奉献 0. 166 *

奉献 ×规划 0. 155 *

Ｒ 2 0. 059 0. 248 0. 329 0. 402 0. 407
F 5. 979 ＊＊ 17. 908 ＊＊ 16. 737 ＊＊ 36. 533 ＊＊ 37. 255 ＊＊

注: N =388，各模型均包含性别、年龄、婚姻与学历，但相应回归系数未列出; * 表示在 0. 05 水平上双侧显著，＊＊表示在 0. 01 水平上双侧
显著，所列数据为非标准化回归系数，自变量、中介变量与调节变量均经过中心化处理

调节效应图可以更直观地呈现调节作用，分别取

生涯规划清晰的最大值和最小值进行简单斜率检

验。结果如图 2，当员工生涯规划不清晰时，家庭支
持对员工创新的作用为负，但效用不显著 ( β =
－ 0. 138，p ＞ 0. 05 ) ，当员工生涯规划清晰时，家庭支
持对员工创新的作用显著为正 ( β = 0. 532，p ＜
0. 01 ) ，说明因为生涯规划清晰的变化，家庭支持与
员工创新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显著变化，生涯规划越

清晰，家庭支持对员工创新的促进作用越大。如图
3，当员工生涯规划不清晰时，家庭支持对活力的影
响显著为正，但比较平缓( β = 0. 281，p ＜ 0. 05) ，当员

图 2 生涯规划清晰的直接调节效应

图 3 生涯规划清晰第一阶段的调节效应

工生涯规划清晰时，家庭支持对活力变量的影响显著

为正( β = 0. 603，p ＜ 0. 01) 且更加陡峭，说明生涯规划
清晰在家庭支持与活力间起正向调节作用，生涯规划

的清晰度越高，家庭支持对活力的促进作用越大。如
图 4，当员工生涯规划不清晰时，奉献对员工创新的影

响是负向的，但不显著( β = － 0. 148，p ＞ 0. 05 ) ，当员
工生涯规划清晰时，奉献对员工创新的影响是显著正

向的( β = 0. 641，p ＜ 0. 01) ，说明员工生涯规划对奉献
与员工创新的关系起正向调节作用，生涯规划越清晰，

奉献越能促进员工创新。
表 4 家庭支持与员工创新有中介的调节 Boostrap检验

中介效应 标准误 下限 上限

活力
清晰 0. 135 * 0. 056 0. 037 0. 258

不清晰 0. 062 0. 050 － 0. 013 0. 190

奉献
清晰 0. 201＊＊ 0. 056 0. 099 0. 316

不清晰 － 0. 171 0. 092 － 0. 364 0. 003

注: * 表示在 0． 05水平上双侧显著; ＊＊表示在 0． 01 水平上双侧显著

图 4 生涯规划清晰第二阶段的调节效应

4 研究结论与讨论
4. 1 研究结论与理论贡献
基于工作家庭边界理论和自我调节理论，家庭支持对

员工创新有正向作用，该作用受到员工生涯规划清晰的调

节，员工生涯规划越清晰，家庭支持对员工创新的正向作

用越明显。家庭支持对员工创新的作用以及生涯规划清
晰对二者关系的调节作用受到活力和奉献的中介。
本文的创新之处表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延展了影响

员工创新情景因素的范围。自 Amabile 明确提出社会因
素会影响创造力以来，中外学者开始将创造力前因变量的

研究转向社会关系，但很少有人研究家庭关系［2］。根据
工作家庭边界理论，本文从家庭资源溢出视角解释了家庭

支持对员工创新的促进作用，证明了员工创新的新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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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基于自我调节理论，生涯规划不同清晰度水平下家

庭支持对员工创新的促进作用程度不同这一结论突破了

员工创新研究中以领导风格、工作与组织等结构性特
征［21］，性别与人格等个人特征［22］为调节变量的传统，既

拓展了自我调节理论的应用范围，又为员工创新研究提供

了一个新的视角。最后，分别检验了活力与奉献的中介作
用，相比整体分析工作投入的中介效用［16］，发现了活力和

奉献存在不同的中介机制，细化了创新研究中工作投入的

作用路径。
4. 2 管理启示
基于上述主要研究结论，可以发现，本文对管理实践

的启示包括:①企业希望激发员工的创新行为就必须多方
发力，重视员工家庭的作用，如: 在员工入职时，将家庭和

睦和家庭对职业的态度作为甄选条件; 在员工入职后，将

家庭纳入企业团队建设工作中来，不仅寻求员工本人对工

作的认同，还要争取员工家庭对职业的认同; ②企业应当
加大对员工职业生涯规划知识的普及并及时跟进员工生

涯规划的制定。企业可以在入职培训时将生涯规划知识
作为常设课程，并定期整理和向员工推送本企业发展顺畅

员工的成长路径和关键成长节点，有条件的企业还可以将

指导生涯规划制定工作纳入人事或部门经理的工作职责;

③活力和奉献的作用机制不同，对于活力，企业主要监测
员工工作时的精力和情绪; 对于奉献，企业不仅要监测员

工对工作价值和意义的认同，对高奉献水平的员工还应跟

进其职业生涯规划工作，确保员工对其未来发展道路有清

楚的了解。
4. 3 研究局限与未来展望
本文的研究不足之处在于: 对生涯规划清晰的测量采

取的是单一指标，无法对其测量的内部一致性进行评价;

虽然统计显示变量间有关系，但数据来源于横截面研究，

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因果推断; 在因变量的选择上，本文

以创新行为为对象，但企业最关心的是创新的结果。因
此，未来研究可从以下三方面进行拓展: 首先，尝试进行生

涯规划清晰量表的开发; 其次采用纵向研究办法，拉开各

变量数据收集的时间差距; 最后，使用员工创新成果，如专

利数量、项目承担情况等客观指标作为因变量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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